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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加劇了青年人的社會不滿？	
互聯網使用與社會公平感：	
以信息暴露為中介

施穎婕

摘要

本文分析了「信息暴露」的影響以及互聯網使用對中國青年人社

會公平感的影響機制。通過對二手調查數據的多層Logistic回歸及

Bootstrap中介檢驗，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對青年人社會公平感的影響

存在不同維度的分化，異質性暴露在不同維度上均具有中介效應 —

互聯網的使用減少了結構異質性，從而增強了年輕人的機會公平感；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使用增加了內容異質性，從而降低了年輕人的結

果公平感和整體公平感。此外，受訪者的個體特徵會對互聯網的上述

涵化效應產生差異化影響。這些發現通過對網絡賦權假說提出實證挑

戰，為涵化研究做出了貢獻。最後，相對於網絡媒體使用，諸如社會

經濟地位等傳統的結構位置對於青年人社會公平感的影響有限，社會

公平感更可能受到信息暴露而非結構位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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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internet use 

mechanisms on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among young people in China. 

Using secondary survey data, multi-layer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intermediation tests were conducted.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young people’s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differed and that 

heterogeneity exposur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several dimensions. Internet 

use was shown to enhance young people’s sense of opportunity fairness by 

reducing exposure to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However, internet use reduced 

young people’s sense of outcome fairness and overall fairness with increased 

exposure to content heterogeneity. Moreover,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respondents had a differentiating effect on the cultivation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cultivation research by empirically 

challenging the network empowerment hypothesis. Finally, compared with 

online media use, traditional structural positions, such as soci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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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had limited effects on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which wa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information exposure rather than structur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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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聯網媒體被認為是公眾獲取信息和自我教育的主要手段（Brewer 

et al., 2006），在影響人們的社會感知與社會期望、培養意識形態方面

發揮深遠作用（Chen, 2004）。隨著網絡媒體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互

聯網已經成為理解當代青年社會認知與心態觀念的一項關鍵變量（趙曉

航、李建新，2017）。一方面，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

依賴於媒介對現實環境的擬真表達，因此，當互聯網這一媒介被以八

零後新生代為主體的用戶頻繁應用於工作、學習、社交與娛樂等多種

日常活動中時，互聯網擬態環境儼然已成為當代民眾重要的認知對象

（曹勁松，2009）。另一方面，相比於線下互動，網絡的匿名性和信息

傳播的便捷性使人們能夠借助網絡平台更為方便、高頻地表達乃至宣

洩自己對社會問題的情緒和意見，同時也使極端認知與情緒在網絡中

更容易發酵和蔓延（桂勇等，2015）。因此，青年群體作為網絡社會的

「原住民」，其社會認知與心態觀念可能會因互聯網使用帶來的信息暴

露（information exposure）（Garrett et al., 2014）的差異而發生改變。相應

地，近十多年來的互聯網研究也越來越關注互聯網使用與特定態度之

間的關係（Peng et al., 2012）。

其中，社會公平感是對社會分配「應然」與「實然」狀態之間關係的

看法，作為人們對社會資源分配狀況的主觀判斷與評價，它不僅決定

著公眾對經濟和政治合法性的認可（孟天廣，2012；劉欣、胡安寧，
2016），更關係到國家基本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設計與社會穩定

（Guterbock, 1980）。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不平等、貧富分化、城

鄉差距拉大等社會問題漸趨嚴重，社會公平問題被認為是當前中國最

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馬磊、劉欣，2010），中國社會發生的重大社會

辯論，幾乎無一不涉及「社會公平」主題（張靜，2008）。

與此同時，對社會的不公平感知正在成為網絡媒介的日常表達中

越加普遍和深化的底層邏輯。不論是圍繞類似「回流生爭議」、「對見義

勇為者的保護」等事件導向的瑣碎討論，還是諸如「躺平」、「不生」等系

統性的流行心態，都是基於對社會公平的理解和評判而發展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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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的網絡表達框架。網絡媒介使得人們對社會公平的信息和觀點交

換從原本碎片化的人際間討論轉變為組織化的群體討論，在結構上深

刻地改變了人們評判社會是否公平的參照信息來源和觀念交互模式。

尤其是媒體對公職部門的負面報道，容易通過網絡媒介的「病毒視頻效

應」（viral video effect）而引發較大範圍與較深程度的「合法性危機」

（legitimacy crisis）（Nix & Pickett, 2017; Weitzer, 2015a, 2015b），甚至進

一步演變為公眾對公共改革的要求（Lee et al., 2018）。

那麼，互聯網使用究竟對當代青年人的社會公平認知產生哪些系

統性的影響？其背後的影響機制又為何？現有文獻尚未就網絡媒介對

青年人這一心態的形塑效果與路徑展開較為系統的實證分析。因此，

本文將圍繞上述兩項問題，基於經驗路徑探究青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與

其社會公平感之間的關係以及其間的中介機制。

文獻回顧

既有相關研究聚焦於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職業階層等客觀階層

地位對人們社會公平感知的影響，1較少關注互聯網傳播在這一重要認

知上的作用。然而，隨著互聯網與當代民眾的日常生活越發地密不可

分，「信息暴露」成為分析互聯網對人們心態影響的重要視角。相關經

驗研究指出，信息暴露對於人們的社會態度存在決定性的作用（Autio 

et al., 2013; Garrett et al., 2014）。民眾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大眾傳媒塑

造的擬態環境中，而非現實環境，互聯網對現代生活的高度滲透不可

避免地重塑了人們所暴露於的信息環境，進而影響其社會認知與心態

觀念，它將對人們的社會公平感知產生深遠的影響（Christians, 2016）。 

涵化假說

涵化假說（cultivation hypothesis）認為，大量接觸媒體會塑造我們

對社會現實的概念，個體對大眾媒體的消費時間越長，對現實世界的

認知就越有可能趨同於媒體所描繪的狀況（Gerbner & Gro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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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et al., 2014）。基於這一理論視角，不少研究認為在當前的網絡

信息環境下，互聯網使用對人們的社會公平感知存在負面影響。

一方面，在媒體蓄意的信息過濾下，互聯網使人們往往很容易落入

「信息陷阱」（information trap）。相比於傳統的正式媒介所組織和發布的

信息，網絡媒介基於其利益偏好而選擇性地呈現和誇大負面化信息，且

「守門人」的角色減弱，往往通過挑戰、更新人們既有的社會認知來獲

得點擊量與相應的流量收益。另一方面，作為網絡傳播的自發特徵，

涉及或激起憤怒、焦慮等負面情緒的內容本身就能在網上獲得更有力的

傳播（Berger & Milkman, 2013; Guadagno et al., 2013）。在上述兩項傳播

機制下，人們更為頻繁地暴露於攻擊、詆毀社會的新聞與觀點中。這

種負面暴露可能會引發一個情感學習過程（affective learning），所展示

的負面情緒通過「情感傳染效應」（emotional contagion effect）（Hatfield et 

al., 1993）被他人模仿和學習（Jamieson & Cappella, 2008）。其中，所謂

情感學習，是指人們傾向於效仿他人的行為和信仰（Bandura, 2001），並

經常轉向「精英線索」（elite cues）來發展和完善他們的政治態度（Watts 

et al., 1999; Zaller, 1990）。在當代社會中，相比於官方媒體、專家等傳

統知識權威，互聯網上的自媒體專欄、大V及Up主等意見領袖所傳播

的信息被普通民眾視為「精英線索」而效仿和吸納。在精英線索側重性

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之類容易引發關注的社會問題這一

敘事偏好下，人們可能將這些社會認知內化為不公平感。

互聯網使用對公平感的負面影響在國內的相關實證研究中也得到

了經驗支撐：盧家銀與段莉（2015）研究發現，在青年群體中，個體對

網絡的使用頻率越高，其社會公平感越低；朱斌等（2018）研究發現，

網絡媒介的「守門人」效應更弱，使用者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社會不平等

信息，因此會提高網絡媒介使用者感知到的社會不平等程度，降低人

們的機會公平感；其他新近的實證研究也指出網絡媒介對公平感的挫

傷（李琬等，2023；韓彥超、潘澤泉，2023）。網絡媒介布置的這種「信

息陷阱」使民眾更容易對社會現實產生片面的消極認知，並產生對社會

現狀的焦慮和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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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眾接受

涵化假說認為媒介對所有受眾的影響是同質的，但後續部分經驗

研究發現，受眾的特徵對於媒體消費對公平態度的影響具有很突出的

調節作用（Doob & Macdonald, 1979; Hirsch, 1980），這類「受眾接受研

究」（reception research）強調媒體消費者的個體特徵在涵化過程中的重

要性。
Gerbner等人（1980）將廣義的受眾接受理論進一步拓展出兩項關鍵

理論：主流化（mainstreaming）和共鳴（resonance）。其中，主流化理論認

為，儘管存在群體差異（如性別、年齡、意識形態、社會背景），大量的

媒體接觸會使消費者擁有相似的信念；而共鳴理論認為，當媒體信息與

個人經歷和意識形態產生共鳴時，涵化效果可能會更加明顯或放大。產

生共鳴的方式之一是通過媒體框架，當大眾媒體對事件、問題進行社 

會化構建時，會影響受眾對信息的解釋（Entman, 1993; Wright & Unah, 

2017）。具體而言，媒體框架可以通過中心性（centrality）、經驗相通性

（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和敘述的忠實性（narrative fidelity）來增強

用戶對媒體的共鳴：當框架對消費者的信仰、價值觀和想法至關重要

時，就會出現中心性；當框架與受眾的經驗和個人生活密切相關時，就

會出現經驗相通性；當框架與消費者的文化敘述、固有的意識形態或

假設契合時，就會出現敘述的忠實性（Baranauskas & Drakulich, 2018; 

Benford & Snow, 2000; Snow & Benford, 1988）。

與此同時，個體在媒介消費中的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xposure）加

劇了上述的共鳴過程。個人會尋求與他們現有信仰體系一致的媒體內

容（Knobloch-Westerwick & Alter, 2007; Melican & Dixon, 2008）。由於

偏見貫穿於人們的交流過程中（Lazarsfeld et al., 1944），媒體用戶傾向

於更多地接觸與自己態度一致的內容（Stroud, 2008），有時也會迴避具

有不同態度內容的媒體（Garrett, 2009）。而媒體多樣性和可及性的增

加，為更有效地進行選擇性接觸提供了可能性（Sunstein, 2001），個人

可自由選擇網站、搜索內容，並關注那些擁有相似意識形態的人，避

免與他們的信仰相左的資訊和觀點。同時，種族、政治意識形態和個

人信仰等個人特徵可以增強個人進行選擇性接觸的傾向（Appia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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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Intravia & Pickett, 2019; Knobloch-Westerwick et al., 2008; Stroud, 

2010）。因而，有選擇地接觸與身分相關的媒體信息會加強對身分的社

會認同（Slater, 2007），人們會吸收新信息以進一步印證他們對社會分

配是否公平的看法，這種「證實偏見」（biased assimilation）（Lord et al., 

1979）可能會使原本認為社會公平的人更加相信社會公平，但對大部分

處於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而言，則使其在面對社會挑戰、生活危

機而心生不滿時更容易萌發或加深不公平感。

網絡賦權

不同於涵化假說和受眾接受假說聚焦於網絡資訊意識形態對個體

社會公平感知的教化作用，部分研究關注互聯網賦予個體的機會和權

力，基於這一「網絡賦權」視角，互聯網對個體的公平感知可能存在正

向的作用。

首先，互聯網被認為改變了信息、關係等社會資源的分配格局，它

使信息壁壘被部分消解，讓普通個體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發展機會。
Autio等（2013）指出，個人只能對他們所接觸的刺激做出反應，個人能

夠獲得怎樣的信息環境限制了其知識和動機的發揮，故而考慮接觸不同

種類的信息對個人機會評估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信息對機會發現與感

知的影響也在其他研究中被廣泛討論（Eckhardt & Shane, 2003; Kirzner, 

1997;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可以說，機會的發現是由社會系

統中的信息分配來調節的，由於信息部分嵌入社會系統，所以機會的揭

示是通過與他人的互動這一相互作用而達成的（Hayek, 1945）。依據這

一理論，互聯網拓寬和加深了個體與他人的互動，則為個體帶來發掘更

多發展途徑與成功機會的可能，從而提高個體的公平感。

其次，互聯網可能使更多的權力流向普通民眾，從行動層面有效

降低人們關於自己社會從屬地位的認知和被剝削感。在這種社會權力

分配的實然狀態變更下，互聯網對於人們的社會公平感可能具有積極

的影響。相比於傳統的社會制度，互聯網賦予了普通民眾更多的話語

權與行動力，為人們解決不公平提供了諸多便利渠道。一方面，互聯

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加強了民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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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胡泳，2008），使個體擁有更高的社會動員能力

以應對不公平遭遇；另一方面，如果人們認為某件事情不公平，他們

可以和他們的同伴分享鏈接、視頻等信息，或者以簡單的方式創建一

個在線社區，讓所有成員討論並試圖解決問題，從而達到對不公平感

的消解（Beckett, 2008; Papacharissi, 2009; Rheingold, 2002）。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對於互聯網使用對社會公平感的影響效應存

在較大的理論分歧。涵化假說與受眾接受理論側重於信息暴露對個體

在公平認知上的直接教化作用，互聯網的「信息陷阱」可能會助長民眾

的不公平感；而網絡賦權視角下的研究則強調互聯網對社會分配秩序

的變革所帶來的實然感知變化，使民眾的公平感知更為積極。同時，

相關的影響機制尚未得到較為系統的實證支撐。最後，現有對於互聯

網使用與社會公平感之間關係的理論分析大多都是基於西方語境展

開，比較缺乏基於當代中國經驗的歸納，尤其是圍繞青年人這一群體

的相關研究。

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

首先，基於上述不同理論之間的爭論，本文利用序次Logistic回歸

模型檢驗青年人的互聯網使用對社會公平感知的影響效應。其中，鑒

於社會公平感本身所包含的多重維度，筆者分別檢驗互聯網使用對青

年人的總體社會公平感、結果公平感、機會公平感有何影響，並分析

不同維度影響之間的聯繫。

其次，筆者使用Bootstrap方法對異質性信息暴露這項中介變量進

行中介效應檢驗，以分析互聯網使用對民眾公平認知的影響機制。參

照Eveland與Hively（2009）對異質性暴露的定義，本文進一步將異質性

暴露細化為內容異質性信息暴露和結構異質性暴露兩個層面進行上述

檢驗。其中，內容異質性信息暴露代表個體所參與的網絡討論中的觀

點與「自己」觀點的差異程度；結構異質性暴露則是網絡中的他人與「自

己」在性別、社會背景等個體特徵上的差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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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明確個體特徵在互聯網對公平感影響中的分化作用，

筆者根據樣本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及父親職業階層分別進行分組檢

驗。之所以選擇這三項個體特徵以考察互聯網對公平認知的影響是否

存在基於受眾特徵的分化，是因為性別、教育背景和家庭社會經濟地

位是「受眾接受研究」所關注的個體特徵以及青年心態研究普遍關注的

個體層面變量，同時也是在本研究的全樣本回歸模型中得到顯著結論

的變量。

研究對象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青年大學生。作為互聯網上最為活躍、最具表

達欲求的群體，青年大學生的觀念認知很大程度上接受著互聯網的重

塑，這一群體的網絡媒介使用與社會公平感之間的關係可以較為代表性

地反映網絡媒介對信息傳播與網絡用戶心態的影響。同時，青年大學

生的社會化程度較低，選用這一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可以控制職業、工

作經歷的影響，更為有效地考察互聯網使用對其社會認知的影響。

本文採用的數據來自復旦大學社會治理中心與上海開放大學信息

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聯合發布的「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數據

庫（2017）」。該調查採用「地區－大學－學生」分層抽樣方法，在全國

範圍內抽取了北京、上海、廣東省、湖北省、吉林省、陝西省、四川

省、遼寧省合共八個省／直轄市中42所不同層次高校的6,759名在校大

學生樣本，覆蓋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北、西南、東北七大地

域，於2017年6月至12月期間在各高校向受訪者現場集中分發並收集

紙質問卷，最終回收有效問卷6,722份，問卷有效率為99.45%。本文剔

除了每個變量的缺失值與「無法回答」，得到5,416個樣本。

變量測量

I. 因變量：社會公平感

本文從總體社會公平感、結果公平感以及機會公平感這三個角度

來測量當代青年人的社會公平感。社會公平感是民眾對整個社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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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資源分配狀況是否公平合理的主觀評判，結果和機會公平感則構成

公眾判斷社會資源分配是否公平的兩個最基本維度（Kluegel et al., 1995; 

Miles, 2014; Trautmann & van de Kuilen, 2016; Verba & Orren, 1985）。

前者重點關注收入和財富等有價資源的最終分配結果，主張收入和財

產等有價資源在社會成員之間相對均等分配；後者更加強調獲取這些

有價資源的權利和機會，指人們對向上流動機會大小的感知（孟天廣，
2012；Hochschild, 1981; Wegener, 1991）。相比於多數研究使用一道題

目測量公平感，如「您認為當今的社會公不公平？」，本文的多維測量

方法有助區分總體公平感與局部公平感兩個層面的差異，以及局部公

平感中的結果公平感與機會公平感兩個維度的差異，同時相對提高測

量的信度與效度。

基於社會公平感的內部分化結構，筆者採用五道訪題（表一）分別

測量上述三項公平感知。其中，結果公平感受到民眾對收入不平等的

感知（perceived inequality）與接納程度（accepted inequality）的影響，若

感知到的不平等超過可接納的不平等程度，就會產生不公平的判斷，反

之，則會認為社會是公平的（朱斌等，2018；李駿、吳曉剛，2012）。

隨著貧富分化在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下轉變為被普遍感知到的社會現實， 

個體可接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結果公平感就會越高（許琪等，
2020）。因而，筆者參照許琪等（2020）的測量思路，通過個體對收入不

平等的接納程度測量結果公平感（α = 0.73）。機會公平感主要依賴於對

個體流動機會的評估，機會的公平分布意味著個人獲取成功的機會應

當基於自身的努力、能力等自致性因素，而不應基於性別、民族、身

分、家庭背景等先賦性因素，當民眾越相信個體可以依靠自身努力實

現向上流動，其機會公平感越高（Olson & Roese, 2002; Ritzman & 

Tomaskovic-Devey, 1992）。據此，參照許琪等（2020）的測量方法，採用

個體對當前社會的績效分配感知測量機會公平感（α = 0.79）。在下述訪

題中，題目①是反向測量，備選項為：1 = 完全公平；2 = 比較公平； 

3 = 居中；4 = 比較不公平；5 = 完全不公平。題目②為包含三個選項

的定序測量，1 = 同意，2 = 中立，3 = 不同意；題目③、④、⑤為包

含五個選項的定序測量，1 = 完全不同意，2 = 比較不同意；3 = 無所

謂同不同意；4 = 比較同意；5 = 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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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分析中，筆者對題目①進行反向編碼，得到一個分值為1–5的

定序變量，分值越高代表總體社會公平感越強。同時，在對結果公平

感的操作化中，筆者將題目③「比較同意」和「完全同意」編碼為1、「無

所謂同不同意」編碼為2、「完全不同意」和「比較不同意」編碼為3之後，

與反向編碼後的題目②相加，得到一個包含五個選項的定序變量，數

值越高，表示結果公平感越強。最後，將對應機會公平感（題目④、

⑤）的兩個問題分值相加後重編碼為一個包含五個選項的定序變量，數

值越高表示機會公平感越強。

表一　對社會公平感的測量

類別 代號 問題

總體公平感 ① 總的來說，您認為當今的社會是不是公平的？

結果公平感
② 在當前社會中，人仍然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

③ 面對當前貧富分化，我認為理想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水平不
應該有太大差距。

機會公平感
④ 個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努力爭取的。

⑤ 長遠看來，努力工作通常能夠帶來更好的生活。

II. 核心自變量：互聯網使用

現有文獻通常以互聯網是否為個體的主要信息來源（趙曉航、李建

新，2017；Osazuwa-Peters et al., 2018）進行測量。Rittenberg等（2012）

將人們在媒體上消費的信息分為公共信息與娛樂信息，個體賴以感知

社會公平狀況的主要信息類型通常為公共而非娛樂信息。然而，在人

們「相對娛樂偏好」（Prior, 2005）與傳媒泛娛樂化（王晗嘯、于德山，
2018）的驅使下，娛樂信息在與公共信息的擴散競爭中越發佔據斷層優

勢（鍾智錦等，2023；Aalberg et al., 2013）。為了弱化娛樂信息在數量

上的主導地位所造成的測量影響、更加準確地獲知受訪者的主要公共

信息源，訪題中加入了偏向公共信息的條件引導，具體問題為「人們通

過不同渠道了解國家和世界大事，最近一年您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是？」

備選項為：1 = 報紙；2 = 電視；3 = 廣播；4 = 互聯網；5 = 其他。本

文對「互聯網」賦值為1，其餘選項賦值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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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介變量：異質性暴露

參照Eveland和Hively（2009）的定義，異質性暴露可以分為兩類：

其一是對個體而言，其討論中的觀點與自己觀點的差異程度；其二則

是網絡中的他人與自己的差異程度（廖望，2011）。因此，本文從異質

性內容（觀點的分化）與異質性結構（參與者的分化）兩個維度切入，利

用表二的四道訪題測量異質性暴露。訪題①至④均為包含五個選項的

定序測量，得分1–5分別代表「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筆者將題

目①和②的分值相加，得到中介變量結構異質性暴露（α = 0.82）；將題

目③和④的分值相加，得到中介變量內容異質性暴露（α = 0.81）。這兩

個中介變量的數值越大代表接受異質性暴露的頻率越高。

表二　對中介變量異質性暴露的測量

類別 代號 問題

結構異質性暴露
① 我經常通過互聯網接觸社會各個階層的人。

② 我的網友中三教九流都有。

內容異質性暴露
③ 我在網上比線下能接觸到更多不同見解和信息。

④ 我在網上經常遇到線下不常遇到的自由討論。

IV. 控制變量

根據已有研究，個體的社會公平感不僅受到性別、教育、職業階

層等個體層面因素的影響，也會受到地區收入不平等、地方政府基本

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等宏觀層面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的控制變量包

含個體和地區兩個層次。

個體層次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

仰、培養層次、父親受教育程度、父親職業階層。其中，對父親受教

育程度的操作化為，將小學以下的賦值為1；初中賦值為2；接受過普

高、中專、技校教育的賦值為3；接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賦值為
4，得到一個取值為1–4的定序變量。同時，根據父親的職業分類為四

個階層：工農階層賦值為1，包括農民、產業工人和無業人員；一般非

體力階層賦值為2，即其他職業；專業技術階層賦值為3；管理者階層

賦值為4，包括企事業管理人員、機關幹部以及私營企業主，從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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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取值為1–4的類別變量。最後，性別、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

仰、教育地位（培養層次）的賦值分別為：男性 = 1，女性 = 0；漢族 = 

1，其他 = 0；共產黨員 = 1，其他 = 0；無宗教信仰 = 1，其他 = 0；專

科生 = 1，本科生 = 2，研究生 = 3。

宏觀層次的控制變量包括主要成長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人均
GDP以及人均社會性支出。14歲通常被認為是接受教養、形成社會觀

念的關鍵窗口期，現有研究通常採用個體在14歲時的相關數據進行測

量，同時，由於地區層面的宏觀因素對人們主觀感受的影響在很大程

度上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因此本文採用2010年度的宏觀數據作測量。

參照既有研究，本文以基尼係數衡量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具體而

言，本文利用田衛民測算的2010年中國省域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對受訪

者的主要成長地進行賦值：將主要成長於基尼係數低於 .40的地區的受

訪者賦值為0，其他賦值為1，由此得到一個取值為0–1的類別變量，

取值0代表收入不平等程度較低，1代表收入不平等程度較高。人均社

會性支出是通過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和教育總支出

除以當年常住人口總數得出，以千元為單位。

其中，鑒於本文使用的研究數據包括個體和地區兩個層面，且總體

社會公平感與機會公平感在個體層面與地區層面的組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都超出Cohen（1988）建議可視為

低關聯強度的 ICC上限值 .059，本文採用多層Logistic模型分析互聯網

使用對青年人總體社會公平感與機會公平感的影響。具體而言，由於

上述兩個因變量皆為定序變量，筆者採用多層序次Logistic模型進行分

析。本文使用的是隨機截距模型，在個人層次，社會公平感由個人特

徵決定，來自相同地區的個人具有相同的隨機截距，而該隨機截距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被地區層次變量所解釋。與此同時，由於結果公平感在

個體層面與地區層面的組內相關係數低於可視為中關聯強度的 ICC最小

值 .059，進行分層的必要性不是很強（Cohen, 1988），因此本文採用序

次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互聯網使用對青年人結果公平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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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描述性統計（N = 5416）

變量
百分比（%）／ 
均值（標準差）

變量
百分比（%）／ 
均值（標準差）

性別 總體社會公平感

男 47.49 完全不公平  1.62

女 52.51 比較不公平 23.60

年齡（歲） 21.06 (1.93) 居中 40.49

民族 比較公平 33.51

漢族 93.56 完全公平  0.78

其他 6.44 結果公平感

政治面貌 完全不公平 34.66

黨員  8.53 比較不公平 25.61

其他 91.47 居中 28.98

宗教信仰 比較公平  7.90

有  9.36 完全公平  2.85

無 90.64 機會公平感

培養層次 完全不公平  0.66

專科 19.83 比較不公平  3.69

本科 66.49 居中  6.72

研究生 13.68 比較公平 51.93

父親受教育程度 完全公平 37.00

小學及以下 12.24 互聯網使用

初中 29.32 互聯網是主要信息源  90.71

高中 26.86 互聯網非主要信息源 9.29

大學及以上 31.57 異質性暴露

父親職業階層 異質性結構（2–10分） 5.24 (2.28)

工農階層 35.47 異質性內容（2–10分） 6.81 (2.05)

一般非體力階層 26.18 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

專業技術階層  9.05 較低 56.04

管理者階層 29.30 較高 43.96

地區人均社會性支出（千元） 2.05 (0.89） 地區人均GDP（萬元） 3.4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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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結果與分析

總體公平感知的走低與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感知的割裂化

描述性統計結果（表三）顯示，當代青年大學生的社會公平感知具

備不同維度上的多重表現。青年大學生群體對當今社會的總體公平感

相對積極（25.22%的大學生認為社會不公平，34.29%認為社會公平），

但持較為消極的結果公平感（僅10.75%的大學生認為結果公平）和積 

極的機會公平感（88.93%的大學生認為機會公平）。那麼，在當代青年

人結果公平感與機會公平感的割裂中，網絡媒介使用是否扮演了重要

角色？

回歸結果（表四）顯示，網絡媒介的使用促使青年大學生的結果公

平感與機會公平感朝相反的方向發生變化：一方面，網絡媒介的使用

與青年大學生的機會公平感正向相關（係數 = .63，在p < .001水平上顯

著），以互聯網為主要信息源的青年大學生更傾向於認為當今的社會分

配賦予了人們平等的機會，使其可以憑借努力與能力而獲得相應的回

報；另一方面，網絡媒介使用與青年大學生的結果公平感負向相關（係

數 = –.33，在p < .001水平上顯著），以互聯網為主要信息源的青年大

學生更傾向於認為社會分配的結果是不公平的。可見，青年大學生在

使用互聯網的過程中感知到了更多機會公平與更少的結果公平。

在對結果公平感與機會公平感的異向關聯下，網絡媒介的使用與

青年大學生整體的社會公平感知存在負向關聯，以互聯網為主要信息

來源的大學生比其他大學生更傾向於在總體上認為社會是不公平的（係

數 = –.38，在p < .001水平上顯著）。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網絡媒介對青年人公平感的影響效應延展 

出兩個更細化的問題：第一，互聯網的使用如何降低青年人的總體公

平感？第二，互聯網使用為何在降低結果公平感的同時提升了機會公

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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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互聯網使用對青年大學生社會公平感的影響

模型1

（總體公平感）

模型2

（結果公平感）

模型3

（機會公平感）

互聯網使用（互聯網是主要信息
源 = 1）

–0.38** (0.09) –0.33*** (0.08) 0.63*** (0.09)

性別（男性 = 1） 0.23*** (0.05) 0.08 (0.05) 0.13** (0.05)

年齡 –0.02 (0.02) –0.03 (0.02) 0.01 (0.02)

民族（漢族 = 1） –0.00 (0.11) 0.06 (0.10) –0.09 (0.10)

政治面貌（黨員 = 1） 0.14 (0.10) 0.16 (0.10) 0.19 (0.10)

宗教信仰（無 = 1） 0.02 (0.09) –0.01 (0.09) 0.11 (0.09)

培養層次（基準組 = 專科）

本科 –0.06 (0.07) –0.02 (0.07) 0.10 (0.07)

研究生 0.01 (0.12) –0.17 (0.12) 0.42*** (0.12)

父親受教育程度（基準組 = 小學及以下）

初中 –0.02 (0.09) –0.09 (0.09) –0.09 (0.08)

高中 0.01 (0.09) –0.04 (0.09) –0.01 (0.09)

大學及以上 0.03 (0.10) 0.09 (0.10) –0.07 (0.10)

父親職業階層（基準組 = 工農階層）

一般非體力階層 –0.17* (0.07) 0.07 (0.065) –0.04 (0.07)

專業技術階層 –0.07 (0.11) 0.14 (0.11) 0.02 (0.10)

管理者階層 –0.11 (0.08) 0.22** (0.07) –0.05 (0.08)

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較高 = 1） –0.17** (0.06) –0.04 (0.05) 0.02 (0.05)

地區人均GDP（萬元） 0.01 (0.03) –0.04 (0.02) 0.08*** (0.02)

地區人均社會性支出（千元） 0.01 (0.05) 0.02 (0.04) –0.07 (0.04)

–2Log-likelihood 12733.18 14855.75 17682.81

第一層個案數 5416 5416 5416

第二層個案數 31 – 31

註：（1）表中所列為標準化的回歸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差；（2）顯著性水平：*p < 0.05，**p 

< .01，***p < .001

雙重中介機制：內容異質性暴露與結構異質性暴露

異質性暴露作為以互聯網為主要信息源和以傳統媒介為主要信息

源的一項重要差異，是本文所聚焦的中介變量。鑒於本文的自變量為

分類變量，筆者利用Bootstrap方法分別對六項中介路徑進行中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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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在實際的操作中，設定樣本量為5,000，抽樣方法選擇偏差校正

的非參數百分位法，置信區間的置信度設為95% 。統計結果顯示（表

五），異質性暴露在互聯網對青年人公平感的影響中存在中介效應，同

時，異質性暴露的兩個維度分別在不同的中介路徑中產生作用。

其中，內容異質性暴露是網絡媒介降低青年大學生總體公平感和

結果公平感的中介機制：互聯網使用增加了青年人的內容異質性暴

露，進而使其更傾向於認為社會總體是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結果是不

公平的。具體而言，在對總體公平感的影響中，內容異質性暴露的間

接效應顯著且效應方向與直接效應的方向相同，其中介效應比為
5.56%；在對結果公平感的影響中，內容異質性暴露的間接效應顯著且

效應方向與直接效應的方向相同，中介效應比為4.76%。網絡社交中異

質性內容的提高意味著觀點與信息的多樣性，個體在評價自身的社會

地位時，用以參照比較的信息變多，尤其是網絡平台上為博流量的各

種「炫富」視頻與文章，容易加深其相對剝奪感，更加認同自己在社會

階層中的從屬地位，從而降低結果公平感與總體公平感。

圖一　互聯網使用、異質性暴露與青年大學生的社會公平感

結構異質性暴露是網絡媒介提高青年大學生機會公平感的中介機

制：互聯網使用降低了青年人的結構異質性暴露，進而使其更傾向於

認為社會賦予了人們平等的機會，使其可以憑借努力與能力而獲得相

應的回報。具體而言，在對機會公平感的影響中，內容異質性暴露的

間接效應顯著且效應方向與直接效應的方向相同，其中介效應比為
2.98%。網絡媒介並沒有增加青年人的跨階層互動，反而降低了結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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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暴露，使青年人越加局限於身分相似的人際交往中，而在相似的

階層中，人們所面臨的分配規則也是相近的，比如普通人靠「努力」、

「天賦」這些自致性因素，而社會資本更為充裕的群體則會利用家庭的

金錢、政治權利、文化資本等先賦性因素。因此，當群內成員都是靠

相同的社會分配規則得到相應回報時，個體更容易感受到機會公平。

表五　互聯網使用影響青年大學生社會公平感的中介機制檢驗（Bootstrap）

中介機制 公平感類型 效應類型 效應量 標準誤差 CI下限 CI上限
中介 
效應

內容：
異質性暴露

總體公平感

總效應     –0.18** 0.03 –0.23 –0.10

是直接效應       –0.17*** 0.04 –0.24 –0.10

間接效應     –0.01** 0.00 –0.01 –0.00

結果公平感

總效應       –0.21*** 0.04 –0.31 –0.13

是直接效應       –0.20*** 0.05 –0.29 –0.11

間接效應   –0.01* 0.00 –0.02 –0.00

機會公平感

總效應         0.67*** 0.09   0.47   0.83

–直接效應        0.67*** 0.09   0.51   0.84

間接效應   0.00 0.00 –0.00   0.01

結構：
異質性暴露

總體公平感

總效應       –0.18*** 0.04 –0.24 –0.08

–
*直接效應       –0.19*** 0.04 –0.27 –0.12

間接效應     0.01* 0.00   0.00   0.01

結果公平感

總效應       –0.21*** 0.04 –0.30 –0.13

–直接效應       –0.21*** 0.05 –0.29 –0.12

間接效應 –0.00 0.00 –0.01   0.01

機會公平感

總效應         0.67*** 0.08   0.49   0.80

是直接效應         0.65*** 0.09   0.43   0.81

間接效應         0.02*** 0.01   0.01   0.03

註：（1）顯著性水平：*p < .05，**p < .01，***p < .001；（2）*在對總體公平感的影響中，內

容異質性暴露的間接效應顯著，但效應方向與直接效應方向相反，筆者將其作為遮掩效應 

解讀

互聯網認知影響的群體分化：基於受眾特徵的情境性

在對社會公平的總體感知和對社會分配結果的判斷中，互聯網的

影響效應都隨性別和受教育程度而分化。其中，互聯網對總體公平感

的負面作用在男性群體中並不顯著，而只在女性群體中顯著（係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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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在p < .001水平上顯著）；在教育背景上，該負面作用只在本科及

以下學歷的群體中顯著（係數 = –.37，在p < .001水平上顯著），而擁有

研究生學歷的群體並未受到顯著影響。互聯網對結果公平感的負面作

用在女性群體中並不顯著，而只在男性群體中顯著（係數 = –.36，在p < 

.001水平上顯著）；在教育背景上，該負面作用只在本科及以下學歷的

群體中顯著（係數 = –.28，在p < .001水平上顯著），而擁有研究生學歷

的群體並未有顯著影響。因此，媒體信息既存在主流化影響，也會在

與個人經歷產生共鳴時放大涵化效果。

上述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受眾假說中共鳴和主流化這兩項核

心理論，前者強調媒體消費對公眾的公平態度所產生的整體性影響，

而後者關注擁有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群體所反應出的截然不同的互聯

網影響效應。一方面，儘管存在群體差異（如性別、年齡、社會背

景），大量的媒體接觸確實使青年人的公平感產生了整體化的認知變動

趨勢。另一方面，互聯網對人們的社會公平感知的影響確實會因群 

體特徵而異，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會帶來互聯網心態效應的群體

間分化，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互聯網的公平感影響的分化作用並不

明顯。

表六　受眾特徵對媒介涵化效應的分化檢驗

性別 受教育程度 父親職業階層

男性 女性 研究生 非研究生 管理層 非管理層

互聯網使用對總體
公平感的影響

–0.22 –0.55*** –0.32 –0.37*** –0.67*** –0.24*

互聯網使用對結果
公平感的影響

–0.36*** –0.21 –0.39 –0.28*** –0.46** –0.22*

互聯網使用對機會
公平感的影響

0.57*** 0.61*** 0.91** 0.57*** 0.98*** 0.43***

註：顯著性水平：*p < .05，** p < .01，*** p < .001

討論與總結

本文使用「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數據庫」數據研究了中國青年

大學生的互聯網使用與社會公平感之間的關係，並從信息暴露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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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影響個體公平感知的路徑。研究發現，相比於以電

視、報紙、廣播等其他媒介為主要信息源的青年大學生，以互聯網為

主要信息源的青年大學生持更低的總體公平感與結果公平感、更高的

機會公平感。其中，異質性暴露是一項重要的中介機制，並可細化為

結構異質性暴露與內容異質性暴露兩個維度：一方面，互聯網使用通

過降低結構異質性暴露而提升了青年人的機會公平感。由於社會階層

相似的人群所賴以獲得資源的分配規則趨於相近，當個體的人際互動

更集中於「結構同溫層」時，個體更傾向於認為彼此是靠諸如「努力」等

相同的績能主義分配規則得到相應回報，從而更容易感受到機會公

平。另一方面，互聯網使用通過提高內容異質性暴露而降低了青年人

的結果公平感和總體公平感。網絡社交中異質性內容的增加為個體提

供了不同參照信息，以更為多樣地評價自身相對的社會地位，在消解

官媒「守門人」效應的基礎上使普通民眾接觸到更多暗示或誇大他們在

社會不平等分配中的不利地位的內容；並且，異質性內容暴露使得語

境和語境之間、人和人之間原本的安全緩衝區失靈，諸如「炫富」等網

絡空間中的「語境坍塌」（Boyd, 2006）可能會刺激個體的被剝奪感，積

聚「憤世嫉俗」的不公情緒。最後，互聯網對人們的社會公平感知的影

響因性別、受教育程度這類群體特徵而異，說明媒體信息既存在主流

化影響，也會在與個人經歷產生共鳴時放大涵化效果。

本文從青年研究的視角填補了當代轉型中國情境下互聯網使用與

青年大學生的社會公平感之間的關係及中介路徑這一經驗空白，並通

過對社會公平感的多維化處理回應了既有研究關於互聯網使用究竟對

人們的社會公平感產生積極抑或消極影響的經驗爭論。互聯網與青年

人公平感知之間的關係是複雜、多元的，且在社會公平感的不同維度

上存在分化，互聯網使用可能引發青年人更為消極的結果公平感與更

為積極的機會公平感，但總體而言仍促使青年人更傾向於質疑社會整

體的公平程度。

通過比較傳統的社會結構位置、互聯網使用分別與青年人社會公

平感之間的關係，本文挑戰了以往聚焦於客觀階層地位的公平感研究

路徑。傳統的「結構決定論」與「相對剝奪理論」通常將個體對社會的公

平感知視作收入、受教育程度、階層流動經歷等結構性因素的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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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較為直接的對應關係。然而，相比於互聯網使用與

多個維度的社會公平感都存在顯著關係，個體的教育地位對青年大學

生的社會公平感不存在顯著影響，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年大學生社

會公平感的影響也相對有限。青年人的社會認知似乎與傳統的分層結

構之間存在一定的斷裂，其社會公平感更容易受到信息暴露而非結構

位置本身的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人們對於社會分配與流動的

信念的差異並非對客觀階層位置的反射，而更可能由教化所決定

（Alesina & Glaeser, 2004）。

與此同時，本文的研究發現從經驗路徑回應了涵化假說、受眾接

受理論及賦權假說關於互聯網使用如何影響民眾社會認知的理論爭

論：（1）青年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與總體公平感之間的負向相關關係部分

支持了涵化假說。信息暴露對個體的公平認知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

在網絡空間中的大量負面暴露會塑造我們對社會現實的認知，使其趨

同於媒體所描繪與傳播的狀況，從而對社會分配產生趨於消極的公平

感知；（2）互聯網對青年人的認知影響會隨性別等受眾特徵而分化，這

為受眾接受理論提供了新的經驗支撐，說明在媒介的主流化效應之

下，還存在因個體對信息的「解碼」方式差異而引發的共鳴效應。性

別、受教育程度等特徵差異往往帶來不同的公平或不公平經歷，當媒

體信息與個人的經歷產生共鳴時，涵化效果可能會更加明顯或放大。

儘管在互聯網對公平感知的心理效應中，主流化效應比基於不同群體

共鳴框架的效應分化更具統領性作用，但仍然暗示了在理解信息暴露

的教化作用時關注受眾對信息的解釋的必要性；（3）本文的實證發現對

網絡賦權假說提出了部分疑問。相比於較早代際，青年人更高的數字

素養往往使其更能通過互聯網發掘幫助自身發展與成功的機會，但互

聯網似乎並不能通過改善客觀權益令青年群體有更積極的公平感知。

雖然回歸結果顯示互聯網使用與機會公平感的正向關係，但中介分析

結果揭示出，互聯網用戶更高的機會公平感並非通過增加跨階層互

動、擴展個體的社會網絡而增加機會這一實然層面的改變而達成，反

而是依賴於結構同溫層對參照比較對象的限制的認知路徑。可見，在

目前的互聯網環境下，互聯網對社會分配秩序的實然變革所能引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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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提升可能較為有限，相比而言，教化成為互聯網影響青年人社

會感知更為關鍵的路徑。

囿於研究資料與篇幅限制，本文還存在多處研究不足。首先，筆

者利用是否以互聯網為主要信息源的二分類變量而非連續型變量來測

量受訪者的互聯網使用，可能簡化了對互聯網依賴程度的個體間差異

的區分。同時，筆者借助是否將互聯網作為主要信息源來考察互聯網

使用所產生的認知影響，但這僅僅是互聯網所帶來的諸多信息差異暴

露中的一種，除了互聯網在信息源中是否佔據壟斷地位，互聯網使用

的時段、偏好、方式都可能形成信息的差異暴露。因此，本文對互聯

網公平感知效應的探析還需要未來研究通過充盈對互聯網使用差異的

類型化加以深入。其次，筆者對社會公平感進行了多個維度的測量，

但由於使用二手數據，文中對結果公平感和機會公平感的測量仍較為

粗糙，有待後續研究參照國內外相關研究採用信度和效度更高的量表

加以完善。最後，由於本文賴以進行統計推斷的數據類型為截面數

據，因此在解釋互聯網使用影響青年大學生社會公平感的因果關係時

存在一定局限。本文關於異質性信息暴露這一中介機制的分析可能還

是一種尚未成熟的嘗試，上述機制還需要未來研究進一步檢驗以及在

理論上進行更加清晰、嚴密的論證，同時也有待其他中介機制的補充。

註釋

1 以往研究更多聚焦於客觀階層地位對人們社會公平感知的影響，其中，
「結構決定論」認為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成員，更傾向認為當前分
配狀況具有正當性；相反，處於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成員則更易從自
身利益出發，不滿於當前的分配狀況，期待資源分配的轉移與補償（Alves 

& Rossi, 1978; Shepelak & Alwin, 1986; Robinson & Bell, 1978）。「相對剝奪
理論」則強調不公平感是因為人們的實際所得與認定的貢獻或投入出現落
差而產生，認為社會公平感是基於比較的結果，包括橫向剝奪與縱向剝奪
（Brickman et al., 1978; Festinger, 1954; Wegner, 1991; Markovsky & Yount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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